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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技术–制度–效能”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13个地市2015~2024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

数字化治理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效率，

但存在非线性特征。其影响在区域间呈现显著的梯度分化：苏南地区因进入“创新提质”阶段，出现边

际收益递减甚至负向效应；苏中地区因制度协同不足而陷入“转型瓶颈”；苏北地区则处于“规模投入”

驱动期，虽统计上不显著，但展现出巨大的潜在边际效应。文章认为，资源配置失衡，数字鸿沟和制度

协同不足是导致区域异质性的深层原因，并据此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提出了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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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echnology-System-Efficiency”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from 
13 ci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5 to 2024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gov-
erna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igital governanc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public services overall, but its effects are not linear. 
The impact varies significantly across regions: southern Jiangsu has entered the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stage, showing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r even negative effects; central 
Jiangsu is stuck in the “transformation bottleneck” due to insufficient system collaboration; and 
northern Jiangsu is in the “scale investment” driving phase, showing significant potential marginal 
effects, though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digital divide, and insufficient system collaboration a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these differ-
ences, and accordingly, it proposes differentiate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three major re-
gions: southern Jiangsu, central Jiangsu, and northern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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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江苏省作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对其城乡数字化融合实践具有典型示范价值。在数字技术深

度赋能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数字化治理成为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突破口。江苏省作为全国

经济与数字化发展前沿地区，在其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实践探索具有典型意义。当前农村公共服务面

临供给主体单一、资源配置失衡、供需结构错位等现实挑战，城乡公共服务质量差距仍然制约着共同富

裕目标的实现。 
尽管数字化治理通过信息整合、流程再造等路径为破解困局提供了新思路，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宏

观效应分析，对区域异质性特征、非线性作用机制及临界驱动条件的探讨尚不充分。苏南、苏中、苏北

三大区域因经济发展层次、数字基建水平与政策执行能力的差异，导致数字化治理对公共服务的赋能效

果呈现显著分化，而现有政策工具尚未形成差异化的精准施策方案。深入解析数字化治理影响农村公共

服务效率的作用原理，发现区域协同发展的临界值，既是完善数字乡村理论框架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践的迫切需求。 
国外研究围绕“数字治理–公共服务–制度情境”展开，沿“理论框架–实践陷阱–鸿沟演化–中

国场景”递进。理论层面，Janowski (2015)提出数字政府四阶段模型，强调情境化阶段技术需适配制度

与地方结构[1]；Twizeyimana 和 Andersson (2019)指出 e-government 公共价值研究存在城乡失衡，农村

语境实证匮乏[2]；Bannister 和 Connolly (2014)揭示 ICT 转型易陷公共价值悖论，根源是技术与公共价

值脱锚[3]。实践陷阱层面，Heeks (2002)以“设计–现实鸿沟”模型说明，农村 e-gov 项目失败多因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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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超前、制度与管理滞后[4]。鸿沟演化层面，van Dijk (2021)指出数字鸿沟已从接入转向技能与获益不

平等，可能放大区域差距[5]；Robinson 等(2023)补充公共卫生事件下农村老龄/低收入群体的数字脆弱

性叠加风险[6]。中国场景层面，Zhao 等(2024)的数字乡村试点实证，为省内亚区域分化提供邻近参照

[7]。 
国内研究沿“理论框架建构–实证量化推进–区域分化解释”三层展开。框架层面，张鹏、高小平

(2022)提出以“技术–制度–效能”协同理解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指出数字基建边际收益依赖质量管理、

数据权属等制度配套而非单向投入[8]；项松林、杨彪(2024)指出“重平台轻实效”易致悬浮化，主张评价

重心向服务可及性、群众获得感回归[9]；王胜等(2021)梳理数字乡村建设逻辑，点明基础设施落差、数据

孤岛与基层能力不足是其推进非均衡的核心约束[10]。实证层面，李薇、余家凤(2023)用空间杜宾模型证

实数字经济对农村公共服务有显著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预示省域内梯度分化特征[11]；马九杰、高原

(2024)强调数字技术降本拓界的价值转化需以基层组织动员与村民数字素养为支撑[12]；孙旭等(2025)微
观农户证据表明技术收益高度依赖配套环境，“数字化–效率”关系呈先升后敛特征[13]。区域层面，苏

志文、张明玉(2025)识别数字经济赋能效应的阶段性波动，为省内亚区域非均衡提供经验支撑[14]；石映

杰(2024)通过组态分析指出薄弱地区数字鸿沟本质是“硬件–能力–制度”多重缺口叠加[15]。 

1.2. 研究假说提出 

1.2.1. 数字化治理的主效应假说(H1) 
根据数字治理理论和政府流程再造理论，数字化治理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重塑两种路径提升农村公

共服务效率。技术赋能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打破空间限制，实现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的远程共享；大

数据分析有助于精准识别农民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制度重塑方面，政务数字化推动跨部门协同和流程

再造，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简化办事程序，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本文提出主效应假说： 
H1：数字化治理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1.2.2. 数字化治理的区域异质性假说(H2) 
区域梯度发展理论指出，区域间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会导致技术应用效果呈现梯度特征。江

苏省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财政能力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苏南地区具备完善的数字生态体系和较强的制度创新能力，能够充分释放数字化治理效能；苏中

地区面临转型期挑战，数字技术应用与制度环境仍在磨合；苏北地区受制于数字鸿沟和治理能力短板，

数字化治理的边际收益可能递减。基于此，提出区域异质性假说： 
H2：数字化治理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苏南地区呈“创新提质”

模式，对苏中地区呈“转型瓶颈”特征，对苏北地区呈“规模投入”驱动模式。 

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2015 年是“互联网+”行动起始年，标志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开端，2015~2024 年涵盖

了“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规划期，能够较好地反映数字乡村政策的演进效果。研究区域覆盖江苏省

全部 13 个地级市，根据区域梯度发展理论，将其划分为三大区域：苏南地区(南京、无锡、常州、苏州、

镇江)、苏中地区(南通、扬州、泰州)和苏北地区(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这种划分既符合江

苏省区域发展的实际格局，也便于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 
本研究的所有变量数据均来源于权威统计资料和政府部门公开数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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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ata sources 
表 1.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具体计算方法 原始数据来源 

农村生均教育经费(元) 农村教育经费总支出/农村在校学生总数 各市《统计年鉴》《江苏省教育经费执行情

况统计公告》、各市年度决算报告 

医疗卫生(人/千人) (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农村常住人口数) × 1000 《江苏省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各市 
《卫生健康发展统计公报》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农村自来水受益人口数/农村总人口数) × 100% 
江苏省水利厅、《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年度报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 

每万人 5G 基站数 (5G 基站总数/常住人口数) × 10,000 《全省通信业发展情况》 

线上办理事项(项) 线上办理事项数 江苏省政务办、《“一网通办”能力评估 
报告》、各市公布的“事项清单” 

数字乡村试点城市等级 国家及省级数字乡村试点政策评定 中央网信办、《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

省级试点名单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家庭可用于最终消费、非义务性支出

及储蓄的总和)/家庭全部人口 
各市《统计年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
(%) 

(农村常住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农村常住人口数) 
× 100% 

江苏省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和普查数据 
发布、各市《统计年鉴》 

2.2. 变量选取 

2.2.1. 因变量：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 
为科学衡量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本研究从公共服务的基础性、普惠性和可获得性三个维度出发，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合成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指数。具体指标选取及理

论依据如下：1) 农村生均教育经费(元)：反映基础教育服务的投入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该指标直接体

现地方政府对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是衡量教育公共服务质量的核心指标。2) 每千人医

疗卫生人员数(人)：表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人力资源配置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是农村公共服务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指标能够有效反映医疗资源的覆盖密度和服务能力。3)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代表基础设施类公共服务的覆盖水平与民生保障程度。作为最基本的民生工程，自来水普及率是衡量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的关键指标。 

2.2.2. 核心自变量：数字化治理指数 
数字化治理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为全面衡量各地区数字化治理水平，本研究从基础设施、资

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三个维度选取基础指标，同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数字化治理指数：1) 每万人基站

数：反映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水平与网络承载能力。基站密度是衡量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基础

性指标，直接影响数字化服务的可达性和质量。2) 数字政府资金投入(万元)：体现地方政府对数字化转

型的重视程度与投入力度。资金投入是推动数字化治理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衡量政府数字化战略实施

程度的重要标志。3) 数字乡村试点等级：表征数字化治理的政策支持与先行先试效果。该指标采用有序

分类变量测量(0~5 级)，等级越高表明该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获得的政策支持越大，示范效应越强。 

2.2.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影响，本研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1)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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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对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基础，该指标用于控制地区经济实力对公

共服务效率的影响。2) 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表征人口结构特征。老龄化程度会影响公共服务需求

结构和供给压力，是影响公共服务效率的重要人口因素。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如表 2 所示：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表 2. 变量定义与测度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测度方法 数据来源 

因变量 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 主成分分析法 计算得出 

自变量 数字化治理指数 主成分分析法 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取对数处理 江苏统计年鉴 

农村老龄化率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 人口普查数据 

2.3. 模型设定 

2.3.1. 基准回归模型 
首先，为检验数字化治理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的整体影响(假设 H1)，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t it it i t itPSE DGI Controlα β γ µ λ ε= + + + + +  

其中，PSEit 表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DGIit 为第 i 个城市第 t 年的数字化治理指

数；Controlit 为控制变量集，包括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和农村老龄化率；μi 为个体固定效应，用于

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λt 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时间趋势和宏观政策冲击；εit 为随机误差

项。系数 β是核心关注参数，反映了数字化治理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的净影响。 

2.3.2. 分组回归模型 
为检验区域异质性假设(H2)，将总样本按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进行分组回归： 

 , 1, 2,3k k k k k k k k k
it it it i t itPSE DGI Control kα β γ µ λ= + + + + + =  

其中，上标 k 表示区域分组(1 = 苏南，2 = 苏中，3 = 苏北)。通过比较各组回归系数 βk的大小、显著性

和符号，可以直观揭示数字化治理影响的区域差异模式。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3.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正式的实证分析之前，先对综合指标进行初步分析，如表 3 所示：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的

均值为 3，标准差为 1，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87 和 5.65，说明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在 2015~2024 年

间的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为研究影响因素提供了基础。数字化治理指数的均值为 1，
标准差为 1，但取值范围较广，一方面说明本研究采用的指数合成方法有效消除了量纲影响，另一方面

也说明江苏省内不同城市在数字化治理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进而考虑到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控制

变量方面，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为 10.14，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的均值为 30.12%，能看出两者

都有一定的波动性，说明各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结构上存在差异，有必要在模型中将其作为控制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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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composite indicators 
表 3. 综合指标描述性统计分析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公共服务(数) 130 3 1 .8745232 5.648867 

数字化治(数) 130 1 1 .0085894 4.460292 

农村人均(元) 130 10.13819 0.3214904 9.375855 10.79753 

农村常住(率) 130 30.11946 3.842316 22.4 38.6 

3.1.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数字化治理指数与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高

度正相关，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强烈的同向变动关系。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基本符合理论预期：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公共服务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往往

越强；农村老龄化率与公共服务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虽在样本中未通过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其方

向性暗示人口结构老龄化可能对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带来挑战，这在后续固定效应模型中进一步检验。自

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这提示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然而，方差膨胀

因子检验如表 5 所示，各变量的 VIF 值均远低于 10 的临界标准，所以能看到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模型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构成严重威胁。 
 
Table 4.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4. 相关性分析 

 公共(数) 数字(数) 农村人均(元) 农村常住(率) 

公共服务(数) 1.0000    

数字化治(数) 
0.7703 1.0000   

0.0000    

农村人均(元) 
0.7957 0.8557 1.0000  

0.0000 0.0000   

农村常住(率) 
−0.1117 0.0387 0.1641 1.0000 

0.2057 0.6619 0.0622  

 
Table 5.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表 5. 方差膨胀因子 

Variable VIF 1/VIF 

农村人均 G (数) 3.99 0.250681 

数字化治(数) 3.89 0.257229 

农村常住(率) 1.07 0.934496 

Mean VIF 2.98  

 
综上所述，本部分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所用数据质量良好，变量间存在预期

的相关关系，且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进行下一步更严格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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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准回归：数字化治理的整体效应检验 

3.2.1. 主效应检验(验证假设 H1) 
如表 6 所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核心结论：1) 主效应验证：数字化治理的正向促进作用显著。核心

解释变量数字化治理指数的系数为 0.2494，且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数字化治理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农村公共服务综合效率将平均显著提升约 0.249 个单位。2) 模型有效

性：拟合优度高，固定效应必要。如图 1 所示，模型的组内 R2高达 0.8813，表明该模型解释了因变量绝

大部分随时间变化的变异，模型拟合效果非常好。同时，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引入有效控制了不随时

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和随时间共同变化的宏观因素，确保了核心自变量系数估计的无偏性和有效性。 
 

 
Figure 1. Test for main effects 
图 1. 主效应检验 

 
Table 6. Results of the main effects regression 
表 6. 主效应回归结果 

农村公共服务效率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数字化治理指数 0.2494256 0.0946924 2.63 0.009 0.0620321 0.4368191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1.924794 0.298364 6.45 0.000 1.334341 2.515248 

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 −0.0580117 0.0129298 −4.49 0.000 −0.0835994 −0.0324239 

_Cons −15.01608 2.870081 −5.23 0.000 −20.69588 −9.336273 

3.2.2. 控制变量的影响分析 
经济基础与人口结构的显著作用，两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同样符合理论预期，且具有高度的统计

显著性：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系数为 1.9248，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最强劲的驱动

力。地区经济实力每增强 1%，公共服务效率可提升近 2 个单位。这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公共服务投入和

能力的基本规律。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系数为−0.0580，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服务效率产生了显著

的负向影响。老龄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公共服务效率会相应下降约 0.058 个单位。这反映了人口结构

老龄化给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养老和医疗保障带来的现实压力。 
综上所述，基准回归结果稳健地证实了数字化治理对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具有独立的、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研究假设 H1 得到支持。同时，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也是影响服务效率不可忽视的重要因

素，在后续分析及政策制定中需予以充分考虑。 

3.3. 区域异质性检验 

3.3.1. 苏南地区 
如图 2 所示，苏南地区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控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和随时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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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变化的宏观因素，确保了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如表 7 所示，数字化治理的显著负向影响：核

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治理指数的系数为−0.3387，且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P = 0.004)。这表明在控制了其

他因素后，苏南地区的数字化治理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其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反而显著降低约 0.339 个

单位。苏南地区的回归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H2，表明数字化治理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该地区

独特的负向关系标志着其已跨越单纯依靠投入驱动发展的阶段，正面临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

转型的挑战，为精准施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Figure 2. Test of heterogeneity in the Southern Jiangsu region 
图 2. 苏南区域异质性检验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Southern Jiangsu region 
表 7. 苏南地区回归结果 

农村公共服务效率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数字化治理指数 −0.3386911 0.1005109 −3.37 0.004 −0.5529251 −0.1244571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00587 0.000162 −0.36 0.722 −0.0004039 0.0002865 

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 −0.0106534 0.0093359 −1.14 0.272 −0.0305523 0.0092455 

_Cons 4.838766 4.239415 1.14 0.272 −4.197335 13.87487 

3.3.2. 苏中地区 
如图 3 所示，苏中地区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同样控制了城市个体效应和年份时间效应，

以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如表 8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治理指数的系数为负(−0.0212)，但 P 值高

达 0.902，远高于 10%的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在当前阶段数字化治理水平的变动并未对苏中地区

的农村公共服务效率产生明确的统计效应。苏中地区的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研究假设 H2，表明数字化

治理的影响存在鲜明的区域异质性。该地区的结果呈现出典型的“转型瓶颈”特征，数字化治理的投入

未能有效转化为服务效能。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对于苏中地区，未来的政策重点不应是继续

追加硬件投入，而应致力于破除制度壁垒、加强跨部门协同、培育数字人才、激发本土创新，疏通数字

化治理赋能公共服务的关键传导机制，助力其成功跨越转型瓶颈。 
 

 
Figure 3. Test of heterogeneity in the Central Jiangsu region 
图 3. 苏中区域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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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Central Jiangsu region 
表 8. 苏中地区回归结果 

农村公共服务效率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数字化治理指数 −0.0211892 0.1699655 −0.12 0.902 −0.3669866 0.3246083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00309 0.000043 −0.72 0.478 −0.0001184 0.0000566 

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 0.0486181 0.0348386 −1.40 0.172 −0.0222617 0.1194979 

_Cons 1.632042 1.371714 1.19 0.243 −1.158854 4.422937 

3.3.3. 苏北地区 
如图 4 所示，苏北地区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该模型同样控制了城市个体效应和年份时间效应，

以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如表 9 所示，数字化治理的影响不显著但系数绝对值最大：核心解释变量数

字化治理指数的系数为负(−0.5029)，其 P 值为 0.165，高于 10%的显著性水平，数字化治理水平的变动对

苏北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在边际影响幅度是三个区域中最强烈的。苏北地区的回归结果最终完成

了对研究假设 H2 的验证，清晰地展现了数字化治理影响的区域异质性。该地区的结果呈现出典型的“规

模投入”驱动特征，数字化治理的效能尚未稳定显现，但展现出巨大的潜在边际影响。这一发现具有重

要的政策启示：对于苏北地区，当下的政策重点应是在持续扩大覆盖面、补齐硬件短板的同时，注重培

育数字应用能力和优化投入结构，为未来跨越发展门槛、释放数字化治理的巨大潜能积蓄力量，从而实

现从“规模投入”向“效能提升”的成功转型。 
 

 
Figure 4. Test of heterogeneity in Northern Jiangsu 
图 4. 苏北区域异质性检验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for Northern Jiangsu 
表 9. 苏北地区回归结果 

农村公共服务效率 Coefficient Std. 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数字化治理指数 −0.5029483 0.3543469 −1.42 0.165 −1.223873 0.2179759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00423 0.0000946 0.45 0.658 −0.0001503 0.0002348 

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率 −0.0339832 0.0506392 −0.67 0.507 −0.1370094 0.0690429 

_Cons 4.107856 3.631032 1.13 0.266 −3.279535 11.49525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研究结论 

基于“技术–制度–效能”分析框架，利用江苏省 2015~2024 年 13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

了数字化治理对农村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

要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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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治理整体上对江苏省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数字化治理水平每提升 1 个单位，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平均显著提升 0.249 个单位，验证了研究假设 H1。
这种促进作用在江苏省内三大区域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分化特征，支持了研究假设 H2。苏南地区数字化治

理系数为−0.339，表明该地区已进入“创新提质”的高级阶段，简单的规模投入扩张可能产生边际收益递

减效应；苏中地区数字化治理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呈现出典型的“转型瓶颈”特征；苏北地区数字化

治理系数为−0.503，虽统计上不显著但绝对值最大，反映出“规模投入”驱动的初级发展阶段特征。 
门槛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区域处于数字化治理发展的不同阶段，苏南大部分县市已跨越门槛值进入

创新驱动阶段，而苏北多数县市仍低于门槛值处于规模积累阶段，这种发展阶段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区域

异质性。 

4.2. 政策启示 

4.2.1. 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作为数字化治理的先行区，已跨越单纯依靠投入驱动的阶段，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

破解“边际收益递减”困境，实现从“有”到“优”的跃升。政策重点应从“增量投入”转向“存量优

化”。建议率先在苏南地区构建“1 + N”智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即一个统一的省级数字乡村基础平台，

支撑 N 个特色应用场景。重点推动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例如发展“5G+
远程医疗”、“AI + 个性化教育”，实现服务模式的根本性创新。政府角色应从直接提供者转向规则制

定者、平台运营者和资源协调者，鼓励市场和社会力量通过 PPP 等模式参与数字化服务的深度运营。强

化数据驱动与精准治理。建立健全农村公共服务大数据分析系统，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动态需求，推动

服务供给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 

4.2.2. 对苏中地区 
苏中地区正处于从基础建设向高效应用转型的关键期，其核心瓶颈并非技术或资金，而是制度协同

不足和应用能力断层。关键在于打破“数据孤岛”和“部门壁垒”。建议建立市县级数字化治理联席会议

制度，由主要领导牵头，强力推动农业农村、医保、教育、民政等核心业务部门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

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优先打通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等高频服务领域的数据流，破解“有系

统无协同”的困境。实施数字能力全面提升计划。针对基层干部和公共服务人员，开展大规模的数字化

技能培训，重点提升数据分析和平台应用能力。 

4.2.3. 对苏北地区 
苏北地区仍处于数字化治理的起步阶段，首要任务是补齐硬件短板，同时必须防范数字鸿沟的进一

步扩大。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攻坚工程。省级财政应继续加大对苏北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 5G 网

络、千兆光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向偏远乡村延伸，确保网络服务的质量和可负担性。在村级便民服务

中心普及政务服务一体机等智能终端，为数字弱势群体提供接入便利。数字化应用场景的选择应优先聚

焦于解决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农产品电商等最基本、最迫切的民生需求。在项目规划阶段即预留后续

运维资金，探索“政企合作”运营模式，确保数字化项目的可持续性。加强对苏北地区的技术支持和人

才帮扶，通过与苏南地区建立对口支援机制，提升其自身的“造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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